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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型政府与统一大市场：理论机制
与量化分析*

徐现祥　王昊松　陈希路 

内容提要：本文从服务型政府视角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新的

理论解释和量化证据。在理论层面，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政务服务市场

的一般均衡模型，证明统一服务型政府行为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

理论机制是效率提升效应和要素流动效应。前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

长期效应；后者促进生产要素流动，是短期效应。在实证层面，本文采用

73 个代表性城市数据，聚焦“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量化分析这两个效应

的水平，结果发现，在 2018—2024 年间，两个效应在代表性城市普遍存在，

并且带动了代表性城市的经济增长。本文还量化分析了全国统一服务型

政府行为的长期效应，结果显示，统一服务型政府行为还可促进全国经济

长期增长水平进一步提升。这些量化结果与理论预期一致，有助于系统

性理解统一服务型政府行为对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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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进入新时代，从服务型政府视角看，我国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呈现出三个新

事实。一是，统一政府行为尺度是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基本要求。

二是，各地不断统一服务型政府行为。在硬件上，各地先后建设政务服务中心，

提供一站式服务；在软件上，各地先后实施“放管服”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目前正在常态化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三是，企业获得政务服务的价格

越来越低，而且地区间价差越来越小。比如，2018—2024 年，企业办成一件事所

需跑政府次数的均值从 2.383 次下降至 1.435 次，标准差由 1.005 下降至 0.240。①
这表明，进入新时代，统一服务型政府行为已成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基本

要求，在各地统一服务型政府行为的过程中，企业获取政务服务的价格趋于

一致。

*　徐现祥、王昊松，中山大学岭南学院、中山大学中观经济学与区域产业协同发展重点实验室，邮政编码：

510275，电子信箱：lnsxuxx@mail.sysu.edu.cn，wanghs@mail2.sysu.edu.cn；陈希路（通讯作者），暨南大学经济学院、

暨南大学中观经济学研究中心，邮政编码：510672，电子信箱：chenxilu@jnu.edu.cn。本文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青年项目（72303255）的资助。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建议。当然，文责自负。

①　数据来自中国营商环境企业调查数据库，详见正文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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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新事实背后存在内在逻辑一致的经济学解释吗？具体而言，从经济学

视角看，统一服务型政府行为影响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机制是什么？影响有多

大？这些是我国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新事实所提出的亟须回答的新问题。市场

一体化研究早已发现地方政府行政分割市场行为（银温泉和才婉茹，2001；王永

钦等，2007），地方官员晋升锦标赛研究“尤其有助于解释我国长期存在的地方

保护主义”（周黎安，2004）。这些研究主要考察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一体化，尚

未考察服务型政府行为，无法回答上述新问题。比如，最近兴起的政务服务市

场研究，聚焦服务型政府行为，已发现建设服务型政府具有降成本效应（徐现祥

等，2025b），能够促进企业进入（毕青苗等，2018）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朱光

顺等，2020）。显然，政务服务市场相关研究能够解释企业获得政务服务价格下

降的新事实，但尚未考察政务服务市场一体化的新事实，也无法直接回答上述

新问题。

基于此，本文尝试从政务服务市场一体化的视角展开研究。企业依法依规申

请办理政务服务，是政务服务的需求方；政府依申请提供政务服务，是政务服务的

供给方。二者构成一个政务服务市场（徐现祥等，2025b），比如常见的政务服务大

厅。政务服务市场服务于本辖区企业，具有行政边界，是一个垄断的行政分割市场

（Glaeser，2025）。显然，这种行政分割通常被视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所要破除的

障碍。因此，政务服务市场一体化，是统一政府行为尺度的直接体现，也是建设全

国统一大市场的基本要求。当部分地方政府通过建设服务型政府提升政府办事效

率时，在其辖区的政务服务市场上，政务服务价格下降，辖区企业的办事成本随之

下降，从而吸引生产要素流入，促进生产要素跨行政边界流动。当所有地方政府统

一建设服务型政府、提升政府办事效率时，在所有政务服务市场上均衡价格将趋于

一致，从而实现政务服务市场一体化。这时，各地企业的办事成本趋于一致，无法

带来生产要素流动，生产要素配置将开始完全由市场决定。因此，从经济学视角

看，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本质是提升政府办事效率，统一服务型政府行为将推动政务

服务市场一体化，各地企业获取政务服务的价格趋同，生产要素配置将主要由市场

行为而非政府行为决定，从而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新事实提供内在逻辑一致的经

济学解释。

在理论上，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政务服务市场的一般均衡模型，将上述解释

一般化。具体而言，拓展了徐现祥等（2025b）的政务服务市场模型，考察一个包含

多个政务服务市场和一体化要素市场的经济体。本文证明，政务服务的均衡价格

由地方政府办事效率决定，是其减函数。基于一价定律，本文通过政务服务的均

衡价差来衡量政务服务市场一体化水平，将政务服务市场一体化的过程分为初始

均衡、短期均衡和长期均衡三个阶段。本文证明，统一服务型政府行为促进全国

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理论机制是效率提升效应和要素流动效应。前者是指地方政

府办事效率提升将促进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是长期效应，旨在做大“蛋糕”；

后者是指政务服务的均衡价差将带来生产要素跨地区流动，是短期效应，旨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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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蛋糕”。在短期，对单个地区而言，要素流动效应带来的产出影响比效率提升

效应带来的影响更大。在长期，统一服务型政府行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唯一来源是

效率提升效应。

在方法上，本文贡献了一个核算政府办事效率的简洁方法。本文发现，政务服

务的均衡价格是辖区政府办事效率的减函数。基于此，利用可观测的政务服务价

格反推出不可直接观测的政府办事效率。这是对偶法核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在核

算政府办事效率领域的具体应用。利用这个方法和具有全国代表性的 73 个城市政

务服务市场的调研数据，①本文采用企业平均办事跑动次数度量政务服务价格，核

算了 73 个城市政府的办事效率。结果显示，随着各地逐步统一服务型政府行为，平

均而言，政府办事效率在 2018—2024 年间提升了 58.344%。

在基于现实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校准后，本文量化分析了统一服务型政府行

为的要素流动效应和效率提升效应。2018—2024 年，73 个代表性城市间的要素流

动效应普遍存在并逐渐减弱，其标准差下降 50.040%；效率提升效应普遍存在，经济

体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0.273%。在两个效应的共同作用下，73 个代表性城市经济增

长 0.280%。2024 年，国家开始常态化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基于此，本文构

建了两种可能的政务服务市场一体化情形——省内一体化和全国一体化，以此考

察政务服务市场一体化的长期影响。结果发现，实现政务服务市场省内一体化和

全国一体化将分别带来全国经济增长约 0.078% 和约 0.206%。若常态化推进“高效

办成一件事”改革的潜在改革红利是促进全国经济增长 0.206%，那么按照 2024 年

全国国内生产总值计算，大致为 0.278 万亿元。

相较于既有研究，本文主要有以下三个边际贡献。第一，构建的理论模型揭示

了统一服务型政府行为影响统一大市场的理论机制。既有研究主要从降低制度性

交易成本、缓解信息不对称和提升政府治理效率等角度讨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经

济效应，发现其能够促进企业进入、资本流动和生产效率提升（Djankov et al.，2002；
Kaplan et al.，2011；许和连和王海成，2018；毕青苗等，2018；周荃等，2023；李文钊

等，2023；孙伟增等，2024）。然而，这些研究尚未考察建设服务型政府对全国统一

大市场的影响机制。本文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影响拓展至统一大市场领域，揭示

出统一服务型政府行为的理论机制，为建设统一大市场的新事实提供内在逻辑一

致的经济学解释。

第二，量化分析了政务服务市场一体化。在考察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经济绩效

时，既有研究把各类改革视为准自然实验冲击，运用双重差分模型等方法来识别因

果效应。虽然这些实证工作能识别出改革在控制组和处理组地区之间的相对效

应，但是无法直接度量改革对整个经济体的一般均衡影响大小（Adamopoulos，
2025）。本文从政务服务市场的理论框架出发，从一价定律的视角刻画政务服务市

场一体化水平。在此基础上，通过模型校准与反事实分析，突破了现有文献多依赖

双重差分法的局限，量化分析了政务服务市场一体化的要素流动效应、效率提升效

①　含 2 个直辖市、71 个地级市，样本及数据构建细节详见本刊网站登载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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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及其对整个经济体的一般均衡影响。

第三，揭示出政府办事效率是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

分。既有研究主要关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和决定因素等。前者聚焦于

解决内生性和样本选择偏差问题，发展了半参数法、动态面板法等前沿测算技术

（鲁晓东和连玉君，2012；Ackerberg et al.，2015；余淼杰和解恩泽，2023；申广军和陈

斌开，2024）。后者探讨了技术进步、资源配置效率、产业政策、数字化转型及外资

自由化等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Hsieh & Klenow，2009；宋凌云和王贤彬，

2013；Moll，2014；杨汝岱，2015；David et al.，2016；蔡跃洲和付一夫，2017；Baqaee & 
Farhi，2020；杜运周等，2022；杨汝岱等，2023；林毅夫等，2025）。与之不同，本文发

现，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由政府办事效率和企业生产效率构成，并贡献了一个核算

政府办事效率的简洁方法，为研究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构成和影响因素提

供了新视角。

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报告政府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新

事实；第三部分构建一般均衡模型，揭示新事实背后的理论机制；第四部分和第五

部分是模型校准和量化分析；最后是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 新事实

进入新时代，中国不断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设服务

型政府，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党的十九大报告持续强调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从服务型政府视角看，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呈现如下三个新事实。

第一，统一政府行为尺度是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基本要求。2025
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提出，统一政府行为尺度是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

场建设的基本要求，与统一市场基础制度、统一市场基础设施、统一市场监管执法

和统一要素资源市场等并列。统一政府行为尺度的内涵是“地方在推动经济发展

特别是招商引资时，哪些能干哪些不能干有明确规矩，不能各行其是”，①包含了统

一服务型政府行为的内在要求。2024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全国统一大市场

建设指引（试行）》要求各地制定并动态更新政务服务事项清单，编制标准化的办事

指南。

第二，各地不断统一服务型政府行为。近年来，各地政府先后在硬件和软件两

方面不断统一服务型政府行为。在硬件上，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以来，各地政

府逐步建立了行政审批中心（以下简称政务服务大厅），将不同部门的审批窗口集

中于同一场所，为企业提供统一的办事空间和一站式服务。如图 1 所示，截至 2017
年全国已建成 323 个地级行政区政务大厅，②政务大厅服务网点实现全覆盖（国务

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2017）。

①　习近平：《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求是》2025 年第 18 期。

②　2015 年以前的办事大厅设立数据来源于毕青苗等（2018），2015 年以后的数据来自各地级市政府网站，

由本文作者手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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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软件上，各地政府不断优化办事流程，为企业提供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先后推出“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建设和“高效办成

一件事”改革等，各地政府积极落实。“多证合一”是“放管服”改革中的重要举

措。如图 1 所示，截至 2020 年，累计 315 个地级行政区实施“多证合一”。①截至

2020 年，累计 327 个地级行政区将优化营商环境列为重点工作。截至 2024 年，

317 个地级行政区实施“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是当前常态化推进的重点

改革。②

图 1　各地统一服务型政府行为

第三，企业获得政务服务的价格越来越低，地区间价差越来越小。统一服务

型政府行为的成效如何？企业最有发言权。中国营商环境企业调查数据库在

2018—2024 年间开展了 7 轮全国实地调研，记录企业办理政务服务的真实感

受。③其中，政务服务价格呈现出两个变化趋势，如图 2 所示：一是，73 个代表性城

市的政务服务价格呈下降趋势。2018—2024 年，政务服务价格的平均值由 2.383
次下降至 1.435 次，下降了 39.767%；中位数由 2.095 次下降至 1.400 次，下降了

33.182%；去除离群值后，最高值由 3.343 次下降至 2.118 次，下降了 36.652%。④二

是，73 个代表性城市的政务服务价差不断缩小。2018—2024 年，政务服务价格的

极差由 2.147 次下降至 1.118 次，下降了 47.938%；标准差由 1.005 下降至 0.240，下降

了 76.149%。

①　本文搜集整理了 2000—2024 年的 6726 份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识别出地级行政区在政务服务改革

方面的关键词；将《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相关改革关键词作为实施改革的标志，量化全国各地建设服务型政

府的改革情况。具体处理过程详见本刊网站登载的附录。

②　“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的相关情况，详见本刊网站登载的附录。

③　中国营商环境企业调查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确定实地调研目的地，保证抽中和未抽中的地区在主要经

济指标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以此确保调研样本在全国层面的代表性。因篇幅所限，历年调研样本详见本刊网站

登载的附录。徐现祥等（2025a）详细介绍了 2018—2024 年中国营商环境企业调研的相关情况，感兴趣的读者

可参阅。

④　若 保 留 离 群 值 ，73 个 代 表 性 城 市 政 务 服 务 价 格 的 最 高 值 由 8.000 次 下 降 至 2.118 次 ，下 降 了

73.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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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73个代表性城市的政务服务价格

注：箱型图中未显示离群值；σ 为 73 个代表性城市的政务服务价格标准差。

这些新事实表明，统一服务型政府行为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基本要求。

随着各地不断统一服务型政府行为，各地企业获取政务服务的成本不断下降且趋

于一致。从一价定律的视角看，政务服务市场越来越一体化。

三、 一个简单的模型

本部分旨在从政务服务市场一体化的视角，揭示统一服务型政府行为促进全

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理论机制，为上述新事实提供内在逻辑一致的解释。具体而

言，本文在徐现祥等（2025b）政务服务市场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多地区的异质性地

方政府，探讨各地统一服务型政府行为的一般均衡影响。

（一）设定

考察一个由 I 个地区组成的经济体。在每个地区 i，存在一个地区代表性企业。

企业在进行生产时，除了投入资本 Ki、劳动 Li 以外，还必须按单位价格 Pi 购买由地

方政府提供的政务服务 Gi，如行政许可等。具体而言，企业采用如下生产函数生产

最终产品 Y：

Yi = Zi ( )Ki

α ( )Li

β ( )Gi

γ
（1）

其中，α、β、γ都是大于0的常数，且满足α + β + γ < 1。Zi是地区 i的企业生产率。

在模型中，政务服务投入 Gi 只能由地区 i 的地方政府提供。地方政府在提供政

务服务时也需要相应的投入，本文假设地方政府在生产政务服务时仅依赖政府支

出，采用线性生产函数生产政务服务：

Gi = Ai Xi （2）
其中，Xi 是地方政府在生产政务服务时所使用的政府支出，Ai 则是地方政府办

事效率。Ai 越高，意味着该地方政府提供政务服务越高效便捷，政府使用 1 单位政

府支出所能提供的有效政务服务越多。

经济体存在三个市场，即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和政务服务市场，最终产品市场

是一体化的竞争性市场。本文将经济体的最终产品作为计价单位，其价格始终为

1。因为最终产品仅用于消费和生产政务服务，所以地区 i 的净产出或地区生产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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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等于总产出减去政府提供政务服务时的支出，即 Yi - Xi。要素市场也是一体化

的竞争性市场，经济体的总资本 K̄ 和总劳动 L̄ 可以在地区间无成本流动，这使得资

本回报率 R 和工资率 W 在所有地区均相等。①政务服务市场是地区分割的垄断市

场。这是因为，每个地区只有一个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只能为本辖区企业提供政务

服务。在这一市场中，企业购买政务服务的价格 Pi 度量了企业在办理政务服务时

所承担的遵循成本（徐现祥等，2025b）。由于市场分割，各地的政务服务价格由相

应的地方政府独立决定。

（二）均衡时企业与政府的最优决策行为

本文采用倒推法求解经济体中企业和地方政府在均衡时的最优决策行为。首

先考察企业的行为，地区 i 的企业面临的最大化问题为：

max
Ki，Li，Gi

 ( )1 - τi Zi ( )Ki

α ( )Li

β ( )Gi

γ - RKi - WLi - PiGi

企业在要素市场和政务服务市场上都是价格接受者，将 R、W 和 Pi 视为外生给

定。由利润最大化的一阶必要条件，可得：

R = ( )1 - τi Zi α ( )Ki

α - 1 ( )Li

β ( )Gi

γ

W = ( )1 - τi Zi β ( )Ki

α ( )Li

β - 1 ( )Gi

γ

Pi = ( )1 - τi Zi γ ( )Ki

α ( )Li

β ( )Gi

γ - 1
（3）

式（3）中的三个表达式分别表示企业对资本、劳动和政务服务的需求，共同刻

画了企业在要素投入上的最优决策行为。值得注意的是，政务服务价格的变动不

仅会影响企业的政务服务投入，也会影响企业的资本和劳动投入。

接着，考察地方政府行为。由设定可知，地方政府将有三个行为：供给政务服

务、制定税率、建设服务型政府，本文将逐一考察。

一是地方政府供给政务服务的行为。在提供政务服务时，地方政府的收益为

PiGi，支出为 Xi，在职消费为 PiGi - Xi。作为唯一的政务服务提供者，地方政府面对

的政务服务需求是式（3）的第三个表达式。假设地方政府追求其在职消费的最大

化。②其最大化问题为：
maxXi

PiGi - Xi，

s.t.   Pi = ( )1 - τi Zi γ ( )Ki

α ( )Li

β ( )Gi

γ - 1
， Gi = Ai Xi

地方政府对政务服务的最优定价为：

①　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采用无摩擦要素流动的假设，是为了刻画服务型政府建设对经济增长拉动的理

论上限。无摩擦假设主要影响地区间要素流动效应的幅度，效率提升效应并不依赖地区间要素完全无摩擦流

动。与此同时，本文模型校准结果显示，在不额外引入要素流动摩擦的情形下，基准模型也能够较好地拟合样

本城市资本和劳动的空间分布。

②　基准模型采用地方政府在职消费最大化设定，主要是为了刻画地方政府作为属地政务服务唯一供给方

时的定价行为。若将地方政府目标改为最大化辖区净产出，政务服务价格仍是政府办事效率的减函数，本文核

心机制与结论不会改变。详见本刊网站登载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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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 = 1
Ai γ

（4）
式（4）揭示政务服务的最优定价 Pi 是政府办事效率 Ai 的减函数，意味着政府办

事效率越高，生产政务服务的边际成本越低，政务服务的价格也越低。

二是地方政府制定税率的行为。地方政府追求平衡预算，即 τiYi = Xi。结合式（3）
和式（4），可得：

τi = γ2

1 + γ2 （5）
式（5）表明，在地方政府追求平衡预算的框架下，尽管各地政府办事效率存在

差异，但是各地设定的税率内生一致，即所有地区将设定相同的税率。这一特性排

除了税率差异的可能影响，更干净地识别政府办事效率的影响。①另外，式（5）揭示

税率是 γ 的增函数，其经济含义很直观。②由企业生产函数可知，γ 反映了政务服务

在生产中的相对重要性，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看，γ 越大，政务服务在国民收入分配

中所占的比重也越高。

三是地方政府决定辖区政府办事效率的行为。在改革实践中，各地建设服务

型政府的进展并不相同。部分地区率先改革，政府办事效率已接近或达到国家标

准。记 Ā 为国家基于统一服务型政府建设标准所确定的政府办事效率前沿，部分

地区改革滞后，政府办事效率仍停留在初始水平附近，记 A� 为各地基于本地传统

行政惯例所形成的初始政府办事效率。③在这种假定下，地区政府办事效率 Ai 取

值在 A� 和 Ā 之间，其具体取值由各地改革进度决定。④国家发布统一建设服务型

政府标准后，各地政府逐渐看齐国家标准、提升政府办事效率，本文将这一行为称

为统一服务型政府行为。由式（4）可知，地方政府决定政府办事效率 Ai 等价于决

定辖区的政务服务价格 Pi。因此，本文将重点考察政务服务价格 Pi 作为核心信号

如何调节市场均衡。

（三）模型均衡

基于上述企业和政府的最优决策行为，本文把经济体迈向政务服务市场一体

化、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进程分为三个不同阶段的均衡状态。

初始均衡对应的是政务服务市场普遍低效的阶段。此时，国家尚未要求统一

服务型政府建设标准，各地区沿用本地惯例。不妨假设，各地的政府办事效率均处

于相同的低水平，这是本文进行比较分析的基准。

①　大量经典文献都曾讨论税收如何影响生产率和经济增长，如 Chamley（1986）、Barro（1990）、King & 
Rebelo（1990）和 Romer & Romer（2010）。需要说明的是，在平衡预算条件下，本文中的税率可以理解为地方政

府用于生产政务服务的支出占地区总产出的比例。在本文的模型校准中，税率进入企业生产率残差；在反事实

分析中，本文保持企业生产率不变，仅改变地方政府办事效率。因此，税率不会影响本文量化分析的结果。

②　式（5）中 τi 对 γ 求导，可得
∂τi∂γ

> 0。
③　即使假设地区初始政府办事效率存在异质性，本文的核心机制与结论仍不会改变。

④　徐现祥等（2026）从企业感知的视角做了专门讨论，本文不予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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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均衡对应的是国家要求统一服务型政府行为，政务服务市场逐渐走向一

体化的过渡阶段。此时，地区间的改革进展存在差异。随着国家发布服务型政府

建设标准，部分地区率先通过建设服务型政府提升了政府办事效率，降低了政务服

务价格。地区间政务服务价格的分化打破了初始均衡，开始驱动生产要素跨区域

流动。

长期均衡对应的是各地服务型政府行为完全统一、政务服务市场全面一体化

的阶段。此时，所有地区的政府办事效率将达到国家确定的前沿水平，从而实现政

务服务价格的均等化。

1. 初始均衡

在初始均衡中，各地区的政府办事效率均处于相同的初始水平 A� 。由企业行

为、地方政府行为和市场出清方程，可得命题 1。
命题1：经济体存在唯一的初始均衡。对于地区 i而言，其政府办事效率A0

i、政务服务

价格 P0
i、税率 τ0

i、资本 K 0
i 、劳动 L0

i、政务服务供给 G 0
i 、总产出 Y 0

i 、净产出 Y 0
i - X 0

i 满足：

A0
i = A�，P0

i = ( )A� γ -1
，τ0

i = γ2
1 + γ2，K 0

i = K̄ ( )Zi

11 - α - β - γΞ，L0
i = K 0

i L̄K̄ -1，G 0
i = [ ]τ0

i Zi A� ( )K 0
i

α ( )L0
i

β
11 - γ
，

Y 0
i = Zi ( )K 0

i

α ( )L0
i

β ( )G 0
i

γ
，Y 0

i - X 0
i = ( )1 - τ0

i Y 0
i 。其中，Ξ = ( )Σ

i' = 1

I ( )Zi'
11 - α - β - γ

-1
，对于所

有地区都相同。

在初始均衡中，各地的政府办事效率 A� 相同，反映的是各地政务服务市场的普

遍低效，不是真正的政务服务市场一体化和全国统一大市场。此时，各地企业获得

政务服务的均衡价格普遍较高，各地企业办事难、办事贵的情况普遍存在。

2. 短期均衡

在短期均衡中，各地建设服务型政府进度不同，政府办事效率水平因而存在差

异。由企业行为、地方政府行为和市场出清方程，可得命题 2。①
命题 2：经济体存在唯一的短期均衡。对于地区 i 而言，其政府办事效率 A*

i 、政

务服务价格 P*
i 、税率 τ*

i 、资本 K *
i 、劳动 L*

i 、政务服务供给 G *
i 、总产出 Y *

i 、净产出 Y *
i - X *

i

满 足 ：A*
i ∈ [ ]A�，Ā ，P*

i = ( )A*
i γ

-1
，τ*

i = γ2
1 + γ2，K *

i = K̄ ( )A*
i

γ1 - α - β - γ ( )Zi

11 - α - β - γΘ，L*
i =

K *
i L̄K̄ -1，G *

i = [ ]τ*
i Zi A*

i ( )K *
i

α ( )L*
i

β
11 - γ
，Y *

i = Zi ( )K *
i

α ( )L*
i

β ( )G *
i

γ
，Y *

i - X *
i = ( )1 - τ*

i Y *
i 。

其中，Θ = ■

■
|
||
| ■

■
|
||
|Σ

i' = 1

I ( )Zi' ( )P*
i'

-γ
11 - α - β - γ

-1
，对所有地区都相同。

命题 2 有五层经济含义。一是，命题 2 揭示出，可利用各地政务服务价格核算

各地政府办事效率。由命题 2 中 P*
i = ( )A*

i γ
-1
可知，本文利用可观测的政务服务价

格可以反推出不可直接观测的政府办事效率。这为核算政府办事效率提供了理论

支撑。

①　命题的证明过程详见本刊网站登载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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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统一服务型政府行为在短期内造成各地政府办事效率差异，带来了要素

流动效应。对比命题 1 和命题 2 中的要素配置可以计算出，相对初始均衡地区 i 的
短期要素流动：

log ( )K *
i - log ( )K 0

i = log ( )L*
i - log ( )L0

i = γ
1 - α - β - γ

log A*
i + Λ （6）

其中，Λ = log ( )Σ
i' = 1

I ( )Zi'
11 - α - β - γ - log■

■
■

■
■
■

Σ
i' = 1

I
■
■

■
■Zi' ( )A*

i'
γ

11 - α - β - γ
，对于所有地区都

相同。

式（6）刻画了要素流动效应，即在短期均衡中，率先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地区将

吸引生产要素流入，建设服务型政府滞后的地区则会面临要素流出的压力。①这类

似于 Tiebout（1956）和 Zodrow & Mieszkowski（1986）所探讨的“用脚投票”机制，为各

地统一服务型政府行为提供了一种内在的激励和约束。②
三是，统一服务型政府行为通过提升政府办事效率提升了各地区的全要素生

产率（为了简化公式的数学表达，本文把全要素生产率简称 TFP），带来了效率提升

效应。根据命题 2，地区 i 在短期均衡中的净产出可分解为全要素生产率和要素投

入两部分，其数学表达式如下：

log ( )Y *
i - X *

i =
■ ■ ■- -- -- -- ----- -- -- - -- -- -- ----- -- -- --

1
1 - γ

log Zi + γ
1 - γ

log A*
i

log TFP*
i

+ α
1 - γ

log K *
i + β

1 - γ
log L*

i + Ω

（7）
其中，Ω = γ

1 - γ
log ( )γ2 - 1

1 - γ
log ( )1 + γ2 为常数。

式（7）表明，地区 i 的全要素生产率由企业生产率 Zi 和政府办事效率 A*
i 构成。

建设服务型政府通过提升政府办事效率，直接提高地区全要素生产率。这表明，政

府办事效率是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对比命题 1 与命题 2，可以计算出地区 i 因政府办事效率提升带来的 TFP 增长

幅度，即效率提升效应的大小：

log TFP*
i - log TFP0

i = γ
1 - γ ( )log A*

i - log A� （8）
其中，TFP*

i 和 TFP0
i 分别表示地区 i 在短期均衡和初始均衡时的全要素生产率。

式（8）给出了效率提升效应的大小，其弹性为 γ ( )1 - γ
-1
。A*

i 相对于 A� 的提升幅度

①　要素流动效应实质上也是徐现祥等（2025b）中的成本效应在空间一般均衡中的具体表现。徐现祥等

（2025b）发现，政府办事效率提升能降低企业的遵循成本，产生成本效应。本文进一步揭示，在空间一般均衡

中，成本下降会转化为相对于其他地区的比较优势。当地区间的成本效应存在差异时，便形成了要素流动效

应，驱动要素从高成本地区向低成本地区流动。

②　由式（6）可得，政府办事效率的要素流动弹性为
γ1 - α - β - γ。这一系数度量了要素流动效应规模对

地区间政府办事效率差异的敏感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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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大，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得越快，效率提升效应越大。①
四是，要素流动效应和效率提升效应共同决定了各地统一服务型政府行为对

其辖区产出的一般均衡影响。由命题 1 和命题 2 可得，统一服务型政府行为对地区

i 净产出的短期影响可以分解为两部分：

log ( )Y *
i - X *

i - log ( )Y 0
i - X 0

i = ■ ■ ■- -- ----- -- -- - -- ----- -- --log TFP*
i - log TFP0

i

效率提升效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α
1 - γ ( )log K *

i - log K 0
i + β

1 - γ ( )log L*
i - log L0

i

要素流动效应

                           =
■ ■ ■- -- -- ----- -- -- - -- -- ----- -- --

γ
1 - γ ( )log A*

i - log A�
效率提升效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α + β
1 - γ ( )γ

1 - α - β - γ
log A*

i + Λ
要素流动效应

（9）

在式（9）中，要素流动效应的产出弹性为 ( )α + β γ ( )1 - γ
-1 ( )1 - α - β - γ

-1
，

效率提升效应的产出弹性为 γ ( )1 - γ
-1
。②当 α + β 接近 1 时，要素流动效应的产出

弹性远大于效率提升效应的产出弹性。因此，对单个地区而言，在短期，要素流动

效应带来的产出影响比效率提升效应带来的影响更大。

五是，只有效率提升效应才能促进经济体总产出增长。根据命题 1 和命题 2，
将所有地区的净产出加总，可得到经济体总产出从初始均衡到短期均衡的增

长为：

logΣ
i = 1

I (Y *
i - X *

i ) - logΣ
i = 1

I (Y 0
i - X 0

i ) = log TFP* - log TFP0 （10）
其中，log TFP* = 1 - α - β - γ1 - γ log■

■
■

■
■
■

Σ
i = 1

I

[ ]Zi ( )Ai

γ
11 - α - β - γ

，

log TFP0 = 1 - α - β - γ1 - γ  log ■

■
||||

■

■
||||Σ

i = 1

I ( )Zi A� γ 11 - α - β - γ
。

式（10）表明，经济体总产出增长完全源于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即效率

提升效应。由于本文没有考虑规模经济，要素流动效应在加总层面上必然相互抵

①　这一机制和徐现祥等（2025b）定义的服务效应是内在一致的，同时也呼应了 Sachs & Warner（1995）和

Besley & Burgess（2004）所强调的政府改革能提升效率的观点。

②　具体推导步骤如下：一方面，将式（8）代入式（9）的第一个等式，可得到效率提升的产出弹性为
γ

1 - γ
。

另一方面，结合式（6）与命题 2 中政务服务价格与政府办事效率的倒数关系，可知政府办事效率的要素流动弹

性 为
γ

1 - α - β - γ
。 将 其 代 入 式（9）的 第 一 个 等 式 ，可 得 要 素 流 动 效 应 的 产 出 弹 性 为

γ1 - α - β - γ 

 ( )α1 - γ + β1 - γ = ( )α + β γ
( )1 - γ ( )1 - α - β - 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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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即部分地区吸引的要素流入必然等于其他地区的要素流出。因此，经济体总产

出扩张源于建设服务型政府所带来的效率提升效应，而不是要素流动效应。这表

明，整体而言，效率提升效应旨在做大“蛋糕”，要素流动效应只是分配“蛋糕”。

3. 长期均衡

长期来看，服务型政府建设滞后的地区面临持续的要素流失压力，最终也将

选择全面建设服务型政府，从而各地的政府办事效率将从 Ai 统一提升至 Ā。①基

于此，本文求解经济体的长期均衡，如命题 3 所示。②
命题 3：经济体存在唯一的长期均衡。对于地区 i 而言，其政府办事效率 A**

i 、政

务服务价格 P**
i 、税率 τ**

i 、资本 K **
i 、劳动 L**

i 、政务服务供给 G **
i 、总产出 Y **

i 、净产出

Y **
i - X **

i 满足：A**
i = Ā，P**

i = ( )Āγ
-1
，τ**

i = γ2
1 + γ2，K **

i = K̄ ( )Zi

11 - α - β - γΞ，L**
i = K **

i L̄K̄ -1，

G **
i = [ ]τ**

i Zi Ā ( )K **
i

α ( )L**
i

β
11 - γ

，Y **
i = Zi ( )K **

i

α ( )L**
i

β ( )G **
i

γ
，Y **

i - X **
i = ( )1 - τ**

i Y **
i 。

命题 3 有两层经济含义。一是，在长期均衡中，生产要素会恢复至其初始均

衡中的配置状态。这是因为，随着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全面深化，地区间因政府办

事效率差异而形成的政务服务价差消失。

二是，统一服务型政府行为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唯一来源是效率提升效应。

具体而言，通过对比经济体长期均衡与初始均衡的总产出表达式，可得：

logΣ
i = 1

I (Y **
i - X **

i ) - logΣ
i = 1

I (Y 0
i - X 0

i ) = γ
1 - γ ( )log Ā - log A� （11）

式（11）表明，在长期均衡中，经济体总产出增长取决于政府办事效率的提升幅

度与政务服务的产出弹性。这时，所有地区的政府办事效率都提升到 Ā，效率提升

效应将达到理论最大值，从而实现经济体产出水平的长期提升。同时，政务服务的

产出弹性 γ 越大，政府办事效率提升所带来的长期经济增长红利则越大。

四、 模型校准

本部分利用 73 个代表性城市的政务服务市场数据，对理论模型中的短期均衡

进行了校准，旨在构建一个能够量化评估政务服务市场一体化的分析框架。

（一）校准策略与参数设定

表 1 报告了校准对象与策略。对于劳动和资本的产出弹性，采用 Song & 
Xiong（2026）基于中国投入产出表中劳动和非基建资本收入份额的估算结果，设

定 α = 0.4，β = 0.55。对于政务服务的产出弹性 γ，基于式（3）中关于政务服务需

求的一阶条件，从收入法的视角以中国政务服务收入占 GDP 比重来度量政务服

①　该均衡状态也意味着各地区政务服务价格的统一，最终使经济体在长期实现政务服务市场一体化。不

同于产品或要素市场通过跨区域自由流动来实现价格均等的一体化情形，政务服务市场在长期依然会保持属地

供给的特征。然而，由于所有地区均统一了服务型政府行为，各地生产政务服务的边际成本会趋同，从而在不依

赖政务服务跨区流动的情况下，最终实现政务服务价格的均等化。本文称以上状态为政务服务市场一体化。

②　命题 3 的证明过程详见本刊网站登载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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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产出弹性。①根据《中国财政年鉴》（2008—2024 年）公布的全国一般公共决算

收入数据，将其中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视为政务服务收入的近似度量，计算政务

服务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②在基准分析中，采用该比重在 2007—2023 年间

的平均值度量政务服务产出弹性，得到 γ = 0.0059。③
表 1 参数设定与变量校准策略

类型

结构性

参数

需求解

变量

符号

α

β

γ

Ai

Zi

经济含义

资本产出弹性

劳动产出弹性

政务服务产出弹性

地区政府办事效率

地区企业生产率

校准方法

设定为 0.4
设定为 0.55

设定为 0.0059
由命题 2 求解

由命题 2 求解

校准依据

Song & Xiong（2026）
Song & Xiong（2026）

《中国财政年鉴》数据

中国营商环境企业调查数据库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

（二）政府办事效率核算

本文利用理论模型推导出的对偶关系，提出了一个核算政府办事效率 A*
i 的方

法。根据命题 2 中政务服务价格的表达式可得政府办事效率的核算方程：

A*
i = ( )P*

i γ
-1

（12）
式（12）利用可观测的政务服务价格信息，在一般均衡框架下核算政府办事效

率。在理论上，这一方法与 Jorgenson & Griliches（1967）、Hsieh（2002）、Barro & Sala-
i-Martin（2003）、徐现祥和舒元（2009）使用要素价格核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对偶

法是一致的；在量化分析上，这一方法为评估统一服务型政府行为对全国统一大市

场的一般均衡影响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可能。

本文把 73 个政务服务市场的均衡价格数据 P*
i 和依据收入法校准得到的政务

服务产出弹性 γ 代入式（12），核算出 73 个政务服务市场的政府办事效率。

2018—2024 年间，代表性城市的政府办事效率 log ( )A*
i 呈现出三个特征。④

一是，政府办事效率的均值显著提升，由 2018 年的 4.325 稳步增长至 2024 年的

①　由式（3）的第 3 个表达式可得 γ = PiGi( )1 - τi Yi
。这一等式的右侧即政府提供政务服务的收入占地区生产

总值的比重，且这一比重对所有地区都相等。

②　《中国财政年鉴 2008》最早报告了 2007 年度非税收入科目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数据，该科目下的

项级、目级科目详细数据未公布。根据《2024 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对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进行的详细定义，

该科目下共有 48 个项级科目和 145 个目级科目，其中与涉企服务相关的共有 39 个项级科目和 110 个目级科目。

③　需要说明的是，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未包含企业在办事过程中承担的时间成本，本文以其占 GDP 比重

校准政务服务产出弹性是相对保守的设定。本文的稳健性分析显示，政务服务产出弹性取值会影响效应规模，

但不改变服务型政府建设促进经济增长的趋势。若弹性取值更高，则产出贡献会相应放大。

④　本文汇报政府办事效率自然对数值的统计特征，主要基于两点考量：一是理论一致性，模型的产出分

解与效应分析均基于对数线性形式，使用对数值能直接对应模型推导；二是统计稳健性，鉴于政府办事效率是

其价格的倒数，对数变换能修正政府办事效率数据的右偏特征，符合生产率核算文献衡量 TFP 离散程度的惯例

（Hsieh & Klenow，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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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85，相当于政府办事效率的水平值平均提升了 58.344%。①这表明，各地落实“高

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大幅度提升了地方政府的办事效率。

二是，政府办事效率的离散程度明显降低，其自然对数的标准差从 2018 年的

0.329 下降至 2024 年的 0.164，降幅为 50.040%。这说明，“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初

期各地政府办事效率存在较大差异，随着各地不断落实改革，地方政府的办事效率

得到普遍提升，城市间的政府办事效率差距逐步缩小。

三是，政府办事效率的分布整体右移。图 3 展示了 2018—2024 年 73 个代表性

城市政府办事效率的核密度分布，其波峰随时间推移逐渐向右移动且分布变得更

集中。这从分布视角再次佐证了上述特征一和特征二。

图 3　政府办事效率自然对数的核密度分布

在核算出短期均衡中的政府办事效率 A*
i 之后，本文以 73 个代表性城市现实的

地区生产总值作为校准目标，令其与模型推导出的短期均衡净产出相等，从而识别

出唯一能够使模型地区生产总值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9—2025 年）中地区生

产总值完全匹配的各城市企业生产率 Zi。随后，进一步根据命题 2 计算出 73 个代

表性城市资本 K *
i 和劳动 L*

i 的模型拟合值。②校准结果显示，模型拟合值与现实观

测值在数值上高度接近，即便不引入额外的摩擦因素，本文构建的理论模型也能够

复现 73 个代表性城市资本要素真实的空间分布与时间动态。③这验证了本文模型

校准刻画短期均衡的准确性，也为本文后续开展反事实分析奠定了基础。

五、 量化分析

基于前文的模型校准与参数设定，本部分采用反事实分析方法，以“高效办成

①　具体计算过程如下：exp ( )4.785 - 4.325 - 1 ≈ 0.583。因篇幅所限，政府办事效率自然对数的逐年描述

性统计详见本刊网站登载的附录。

②　因篇幅所限，企业生产率校准的具体过程及模型拟合结果详见本刊网站登载的附录。

③　本文也利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提供的城市就业人数数据，对模型校准所得的 2020 年 73 个代表

性城市就业人数进行了验证。模型拟合值与现实观测值同样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两个序列的相关系数约为

0.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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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事”改革为例，从短期、长期和加总三个维度系统评估要素流动效应和效率提

升效应。本文将“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 2018—
2024 年逐步落实阶段，对应模型中的短期均衡；第二个阶段是从 2024 年到最终实

现全国政务服务市场一体化的阶段，对应模型中的长期均衡。

（一）短期一般均衡影响

本文采取逐年构建初始均衡的反事实策略，具体而言分为三步。首先，分别构

建 2018—2024 年间每一年对应的初始均衡状态。此时，73 个代表性城市的政府办

事效率均停留在 2018 年样本中的最低值，即 A� = 21.19。同时，保持企业生产率、总

资本和总劳动与校准所得的年份 t 的短期均衡值一致，以确保年份 t 的短期均衡与

初始均衡唯一的差异是政府办事效率不同。其次，基于命题 1，计算 73 个代表性城

市在每年对应初始均衡中的全要素生产率 TFP0
i，t、资本存量 K 0

i，t、地区生产总值 Y 0
i，t -

X 0
i，t。最后，计算短期均衡与对应初始均衡的差异，即为统一服务型政府行为的影

响。本文采用式（6）和式（8），分别量化要素流动效应和效率提升效应。

1. 要素流动效应

本部分计算了73个代表性城市要素流动效应的大小。对2018—2024 年将短期均

衡值和初始均衡值逐年代入式（6），以计算要素流动效应。

为了便于对比，先报告要素流动效应的理论值。在本文的一般均衡框架下，地

区间的要素流动由政府办事效率差异驱动。在理论上，根据命题 2 和式（6），地区

间要素流动效应的标准差应等于政府办事效率的要素流动弹性与政府办事效率对

数标准差的乘积。①据此计算，2018 年 73 个代表性城市要素流动效应的标准差约

为 0.329 × 0.134 ≈ 0.044；②在 2024 年，要素流动效应标准差的理论值降至 0.022。③
这表明，在理论上，统一服务型政府行为将使要素流动效应的标准差在 2018—2024
年间下降 50.040%。

接下来报告 73 个代表性城市要素流动效应的量化分析值和特征。图 4 展示了

统一服务型政府行为带来的要素流动效应，横轴为城市当年的人均 GDP，纵轴为要

素流动效应的大小，正值和负值分别代表要素流入和流出。与理论预期一致，在

2018—2024 年间，要素流动效应呈现出两个特征：一是，要素流动效应普遍存在，其

大小与人均 GDP 水平之间无明显的相关性，不是特定发展阶段的专属改革红利；二

①　 具 体 推 导 过 程 如 下 ：对 式（6）两 边 取 方 差 ，由 于 Λ 对 于 所 有 地 区 均 相 同 ，因 此 可 得

var ( )log ( )K *
i - log ( )K 0

i = var ( )log ( )L*
i - log ( )L0

i = ( )γ1 - α - β - γ

2
var ( )log A*

i ，其中 var ( )x 代表变量 x 的方差。

对上式两边开平方，可得 sd ( )log ( )K *
i - log ( )K 0

i = sd ( )log ( )L*
i - log ( )L0

i = ( )γ1 - α - β - γ sd ( )log A*
i ，其中 sd ( )x

代表变量 x 的标准差。

②　结合前文校准结果，政府办事效率的要素流动弹性约为 0.134。2018 年各地政府办事效率对数的标准

差为 0.329。因此，要素流动效应标准差的理论值约为 0.329 × 0.134 ≈ 0.044。详细数据详见本刊网站登载的

附录。

③　2024 年各地政府办事效率对数的标准差为 0.164。因此，要素流动效应标准差的理论值约为 0.164 ×
0.134 ≈ 0.022。详细数据详见本刊网站登载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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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素流动效应呈下降趋势。2018 年，仅有少部分城市落实“高效办成一件事”改

革，此时要素流动效应的幅度最高接近相应城市要素存量的 20%。从 2019 年起，剩

余城市开始迅速落实“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统一服务型政府行为，要素流动效应

的幅度回落至 10% 以内。从要素流动效应的标准差看，2018 年是 0.044；自 2019 年

起，该指标降至 0.020 左右，并保持稳定。①2018—2024 年，要素流动效应标准差下

降 50.040%，与理论预测值一致。

图 4　统一服务型政府行为的要素流动效应

2. 效率提升效应

根据式（8），本部分计算了 73 个代表性城市效率提升效应的规模。对 2018—
2024 年将短期均衡值和初始均衡值逐年代入式（8），以计算效率提升效应。

为了便于对比，先报告效率提升效应的理论值。根据式（8），效率提升效应的

大小等于政府办事效率提升幅度与效率提升弹性的乘积。据此计算，相对于初始

均衡，2018 年效率提升效应的均值在理论上约为 0.008，②为 73 个代表性城市平均

带来了约 0.8% 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到 2024 年，效率提升效应累计带来约 1% 的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③
接下来报告 73个代表性城市效率提升效应的量化分析值和特征。图 5展示了效

率提升效应的量化分析值，横轴为城市当年的人均 GDP，纵轴为效率提升效应的大

小。效率提升效应呈现出两个特征：一是，效率提升效应普遍存在，其大小与人均

①　2018—2024 年，要素流动效应的标准差分别为 0.044、0.024、0.021、0.021、0.021、0.023 和 0.022。
②　结合前文的校准结果，政府办事效率的效率提升弹性约为 0.0059。初始均衡下各地政府的办事效率

（即 2018 年政府办事效率的最低值）为 3.053，2018 年各地政府办事效率的对数均值为 4.325，较初始均衡提升了

1.272。因此，2018 年效率提升效应的均值在理论上约为 1.272 × 0.0059 ≈ 0.008。详细数据见本刊网站登载的

附录。

③　2024 年各地政府办事效率的对数均值为 4.785，较初始均衡提升了 1.732。因此，2024 年效率提升效应

的均值约为 1.732 × 0.0059 ≈ 0.010。详细数据见本刊网站登载的附录。

160



2026年第8期

GDP无显著相关性，与要素流动效应类似，不是特定发展阶段的专属改革红利；二是，

效率提升效应呈现上升的趋势。从图形上看，2018—2024 年，73 个代表性城市的效

率提升效应不断向上平移。平均而言，效率提升效应由 2018年的 0.755%上升至 2024
年的 1.028%。这表明，与理论预期值一致，2018—2024年，效率提升效应促进全要素

生产率提升 0.273%。此外，效率提升效应的标准差由 2018 年的 0.002 下降至 2024 年

的 0.001，表明统一服务型政府行为促进政府办事效率普遍提升。①

图 5　统一服务型政府行为在地区层面的效率提升效应

3. 对经济体总产出的影响

本部分报告要素流动效应和效率提升效应对经济体总产出的影响。首先按照

式（10）计算 73 个代表性城市构成的样本经济体 GDP 加总影响，鉴于样本城市具有

全国代表性，外推估算统一服务型政府行为对全国 GDP 的影响。

表 2 报告了相应的量化结果。列（1）计算了 73 个代表性城市地区生产总值高

于初始均衡的百分比，本文将其称为统一服务型政府行为对经济体的累计贡献率。

结果表明，持续统一服务型政府行为对地区生产总值的累计贡献率，由 2018 年的

0.754% 稳步增长至 2024 年的 1.034%。这表明，统一服务型政府行为在 2018—2024
年间累计拉动 73 个代表性城市经济增长约 0.280%。由于 73 个代表性城市具有全

国代表性，可外推计算统一服务型政府行为在 2018—2024 年间为全国国内生产总

值贡献 0.688 万亿元，如表 2 列（3）所示。

（二）长期一般均衡影响

2024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建立清单管理机制，常态化推进“高效办成一

件事”改革。这意味着，随着常态化推进统一服务型政府行为，各地政府办事效率将逐

步接近统一的理想水平，政务服务市场将走向长期均衡。

①　在 2018—2024 年间，效率提升效应的标准差分别为 0.002、0.001、0.001、0.001、0.001、0.001 和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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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统一服务型政府行为对中国名义 GDP 的贡献

年份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累计贡献率（%）

（1）
0.754
0.878
0.916
0.952
0.966
0.998
1.034

中国名义 GDP（万亿元）

（2）
93.601

100.587
103.487
117.382
123.403
129.427
134.807

对中国名义 GDP 的累计

贡献额（万亿元）

（3）
0.706
0.883
0.948
1.118
1.192
1.292
1.393

注：列（1）为基于样本城市计算的统一服务型政府建设对产出的累计贡献率；列（2）数据基于《中国统计年

鉴 2025》计算；列（3）为列（1）与列（2）的乘积，度量了统一服务型政府行为对中国名义 GDP 的累计贡献。

基于此，本文构建了两种一体化情境：一是省内政务服务市场一体化，即假设

各城市均衡的政务服务价格为本省 2024 年最低水平；二是全国政务服务市场一体

化，即假设各城市均衡的政务服务价格为 1。企业办理政务服务主要是申请办理，

理论上政务服务的最低价格是 1。相应地，所有城市政府办事效率提升至理论上最

优水平，其对数值约为 5.133。①
本文采取类似的量化策略分析长期均衡。第一步，构建反事实情境。该情境

和 2024 年的短期均衡相比，企业生产率及要素总量均不变，仅将各城市政府办事效

率提升至政务服务市场一体化的目标水平。第二步，基于命题 3，计算长期均衡变

量。第三步，将政务服务市场一体化两种情境分别与 2024 年的短期均衡情形相比，

识别出潜在的改革红利。

图 6 展示了两种政务服务市场一体化情境下的潜在改革红利。在图形中，横轴

为 73 个代表性城市 2024 年的人均 GDP，圆点和菱形分别对应要素流动效应和效率

提升效应。②两种情境下结论是一致的，与省内或全国标杆差距越大的城市，要素

流入越多，正向改革红利越大，如图中黑色实心圆点所示。原先领先的城市若改革

停滞，则要素流出，如图中黑色空心圆点所示。③因此，实施改革获得正向红利，改

①　在理论最优水平上，所有城市的政务服务价格均为 1，根据命题 3，所有城市的政府办事效率均达到理

论最优值，即 ln A = ln 1 - ln γ = -ln γ。基于 γ = 0.0059，可求得理论最优的政府办事效率对数值约为 5.133。
②　此处的计算沿用了式（9）解释的产出分解逻辑，将比较基准设定为 2024 年的短期均衡，将比较目标设

定为政务服务市场一体化的反事实情形。具体计算分三步：第一步，计算 73 个代表性城市在一体化情形下的

地区生产总值相对于短期均衡的百分比变化，对应于式（9）第一个等式左侧的表达式；第二步，计算了效率提

升效应，即将各地区的要素投入固定在短期均衡水平，仅将政府办事效率提升至一体化水平所带来的产出增长

的百分比，对应于式（9）第一个等式右侧的第一项表达式，由图 6 中菱形表示；第三步，将总产出变化减去效率

提升效应，便得到要素流动效应，由图 6 中圆点表示。

③　例如，深圳作为改革先行地，也曾面临因改革先行优势减弱、传统发展模式受限而导致的要素吸引

力下降风险（胡谋和田俊荣，2010）。2000 年代初期，随着所得税优惠等政策红利的消失以及上海浦东等地

的追赶，深圳曾面临领先优势逐渐减弱的竞争压力，社会上甚至出现了对于改革放缓导致要素流失的

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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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停滞承受负向影响。

表 3 报告了经济体进一步改革带来的长期一般均衡影响。列（1）报告了 73 个

代表性城市最终实现政务服务市场一体化带来的影响。①政务服务市场全国一体

化还可以促进经济长期增长 0.206%，与长期一般均衡影响的理论值 0.207% 相比，

是可信的。②本文估计，常态化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建成政务服务市场全

国一体化，能够带来 0.206% 的全国经济长期增长，按照 2024 年的全国经济总量估

计，也即 0.278 万亿元的经济增量。同理，政务服务市场省内一体化可促进全国经

济长期增长 0.078%，可带来约 0.105 万亿元的经济增量。

图 6　统一服务型政府行为对地区产出水平的潜在影响

表 3 统一服务型政府行为对中国名义 GDP 的潜在贡献

一体化情形

省内一体化

全国一体化

潜在贡献率（%）

（1）
0.078
0.206

2024 年中国名义 GDP（万亿元）

（2）
134.807
134.807

对中国名义 GDP 的潜在

贡献额（万亿元）

（3）
0.105
0.278

注：列（1）为不同情境下，基于样本城市计算的统一服务型政府行为对产出总和的潜在贡献率；列（2）展示

了 2024 年的中国名义 GDP；列（3）为列（1）和列（2）的乘积，度量了不同情境下，统一服务型政府行为对中国名

义 GDP 的潜在贡献。

综上，本文从短期、长期和加总三个维度量化分析了“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全

周期的要素流动效应和效率提升效应。在初始均衡至 2018 年间，改革累计拉动经

①　具体而言，表 3 的列（1）报告了不同政务服务市场一体化情形下，样本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之和高于短

期均衡的百分比。

②　由于政务服务市场全国一体化后的政务服务价格是 1，本文可以从理论上计算潜在贡献的大致规模，

具体的计算过程如下：根据式（11），长期潜在红利的大小等于系数
γ1 - γ 与政府办事效率提升幅度的乘积。基

于本文的校准参数，系数
γ1 - γ 约为 0.00594。2024 年各城市政府办事效率对数的最大值 5.133 比均值 4.785 高

出约 0.348。将该幅度与弹性相乘，可得全国经济长期增长率约为 0.207%。统计数据详见本刊网站登载的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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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增长 0.754%；在 2018—2024 年间，改革累计拉动经济增长 0.280%；①继续推动改

革最终实现全国一体化，预计拉动经济增长 0.206%。②

六、 结论与政策建议

进入新时代，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呈现出新事实：中央明确要求统一政府行

为尺度、各地持续统一服务型政府行为，企业获取政务服务的价格不断下降且

趋同。本文从政务服务市场一体化视角出发，考察了统一服务型政府行为影响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理论机制，为这些新事实提供内在逻辑一致的经济学

解释。

理论上，本文研究发现统一服务型政府行为促进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理论机

制是效率提升效应和要素流动效应。前者促进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是长

期效应，旨在做大“蛋糕”；后者带来生产要素跨地区流动，是短期效应，旨在分

配“蛋糕”。对单个地区而言，要素流动效应带来的产出影响比效率提升效应带

来的影响更大；但是，对整体而言，只有效率提升效应才能促进经济体总产出

增长。

实证上，本文利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 73 个城市政务服务市场调研数据对模

型进行校准，从短期、长期和加总三个维度系统量化分析效率提升效应和要素

流动效应。结果显示，在 2018—2024 年间，这两个效应普遍存在；整体而言，统

一服务型政府行为促进代表性城市经济增长 0.280%；常态化推进“高效办成一

件事”改革，最终建成政务服务市场全国一体化，还可促进全国经济长期增长

0.206%。

本文的量化分析与理论预期一致，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基于此，本文提出以

下政策建议。

第一，以“五统一、一开放”为基本要求，持续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夯实政务服

务市场一体化的制度基础。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是党中央从构建新发

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高度作出的重大部署。这一部署将统一政府行为

尺度同统一市场基础制度、统一市场基础设施、统一市场监管执法和统一要素资源

市场并列，表明统一政府行为尺度已经成为全国统一大市场有效运行的基本要求。

本文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统一服务型政府行为，能够显著提高地方政府办事效率，

改善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优化要素资源配置。因此，应当持续推进统一服务型政

府行为建设，将其作为落实统一政府行为尺度的重要抓手，筑牢全国统一大市场建

设的制度基础，推动政务服务市场一体化、要素市场一体化与产品市场一体化协同

发力。

①　具体的计算过程如下：如表 2 所示，2018 年服务型政府建设对产出的累计贡献率为 0.754%，即初始均

衡至 2018 年间累计拉动经济增长的幅度；2024 年服务型政府建设对产出的累计贡献率为 1.034%，二者的差值

（1.034%-0.754%=0.280%）即为 2018—2024 年累计拉动经济增长的幅度。

②　因篇幅所限，量化分析结果稳健性的进一步讨论详见本刊网站登载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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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防止地方竞争陷入以争夺企业和要素为特

征的“内卷式”竞争。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要求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

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本文研究发现，短期内率先提

高地方政府办事效率的地区能够吸引资本和劳动力流入，改革相对滞后的地区则

可能面临要素流出压力。然而，要素流动效应主要改变要素的地区分布，本身并不

能直接扩大经济总量。这意味着，在短期内，可鼓励具备条件的地区先行先试，通

过改革形成示范效应和市场压力；在长期，则要推动先行经验在更大范围内扩散，

促进改革相对滞后地区提高地方政府办事效率，引导地方竞争从争夺既有企业和

要素转向整体性的效率提升。

第三，以提升地方政府办事效率作为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核心目标，服务于高

质量发展大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

将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提升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目标，并强调坚持有效市场和

有为政府相结合、持续加大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本文研究发现，地方

政府办事效率是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全国看，服务型政府

建设推动经济增长来源于地方政府办事效率提高带来的效率提升效应。因此，

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进一步转向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和改善经济

发展的绩效。将地方政府办事效率评价与高质量发展以及正确政绩观相衔接，

引导地方政府从“拼政策、拼优惠、拼补贴”转向“拼服务、拼效率、拼制度环境”，

把服务型政府建设真正转化为生产率提升和经济绩效改善，形成可持续的地区

发展优势。应逐步建立全国统一、稳定可比的地方政府办事效率常态化监测机

制，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由“投入了多少”转向“形成了多少有效服务和经济

绩效”。

第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建立健全以需求侧真实感受为基础的地方政府办事

效率数据发布和改革评价制度。从政务服务市场视角看，地方政府是政务服务的

供给方，企业和群众是需求方，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成效，最终要看人民群众和经营

主体的实际感受。党的十八大以来，服务型政府建设由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和优化

服务，到“最多跑一次”“一件事一次办”，再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不断深化，深刻

体现了改革正在转向以需求侧感受为导向。本文通过全国随机抽样调查，真实记

录企业办成一件事所需平均跑动次数，据此核算地方政府办事效率，量化分析服务

型政府建设取得的显著成效。这一方法表明，企业和群众的办事感受可以转化为

可观察、可比较的改革绩效指标。建议可在政府信息公开的框架下，定期发布地方

政府办事效率和企业群众感知数据。

第五，常态化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推动改革向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拓展深

化，持续释放服务型政府建设红利。“高效办成一件事”是当前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代

表性改革之一，它以企业和群众能否实际办成一件事为目标，将原本分散在不同部

门、不同层级和不同环节的行政行为重新组织起来，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由单项审

批改革转向跨部门、跨层级和跨区域的整体治理改革。本文量化分析表明，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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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革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继续深化改革，进一步实现政务服务市场省内一体化

和全国一体化，还可分别带来约 0.078% 和约 0.206% 的潜在产出增量。应把“高效

办成一件事”作为持续提高地方政府办事效率、统一服务型政府行为的重要牵引，

围绕经营主体全生命周期，由重点事项向更多领域、更大范围持续深化，将服务型

政府建设的潜在红利转化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当然，本文的工作还很初步，仍有若干可进一步拓展之处。一是，从研究样本

看，本文的要素流动仅局限于 73 个样本城市之间。然而在现实中，要素是在全国范

围内流动的。二是，从研究对象看，本文仅量化分析了“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带来

的影响，而服务型政府建设是不断深化改革的过程。三是，从模型设定看，为了简

洁起见，本文假设企业生产率与政府办事效率是互不相关的。在现实中，两者往往

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这些不足之处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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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现祥等：服务型政府与统一大市场：理论机制与量化分析

Service-oriented Government and the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Theoretical Mechanisms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XU Xianxianga,b, WANG Haosonga,b and CHEN Xiluc,d

(a: Lingnan College, Sun Yat-sen University; 
b: Laboratory of Mezzoeconomics and Regional Industri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c: School of Economics, Jinan University; 

d: Research Center for Mezzoeconomics, Jinan University)
Summary: In the new era, China’s drive to build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has exhibited three new fact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made standardizing government conduct a basic requirement; local governments 
have shifted towards service-oriented governance, with their conduct increasingly aligned with service-
oriented standards; and the price firms pay for government services has declined substantially, while the 
cross-regional disparity in this price has been narrowing. This study provides an internally consistent eco‐
nomic explanation for these facts and quantifies their aggregate effects.

We conceptualize each region as a government service market—a monopolistic market segmented by ad‐
ministrative boundaries, with the local government as the exclusive supplier and firms as the demand side. 
Differences in local government efficiency lead to variations in the price that firms pay for government ser‐
vices. This price also captures firms’ compliance costs. We measure this price by the average number of trips 
that a firm must make to complete one government service task. From the law-of-one-price perspective, price 
convergence across regions serves as a market-based indicator of government service market integration.

We build a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with heterogeneous local governments, multiple government ser‐
vice markets, and an integrated factor market, characterizing government service market integration through 
three stages: initial, short-run, and long-run equilibria. The model identifies two mechanisms. The first is 
the efficiency enhancement effect: improvements in government efficiency raise economy-wid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and this effect operates in both short-run and long-run equilibria. The second is the fac‐
tor mobility effect: during the short-run equilibrium stage, when some regions take the lead in raising effi‐
ciency, lower service prices attract capital and labor inflows. As reforms diffuse and prices converge, factor 
allocation becomes entirely market-determined.

For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we combine seven rounds of the China Business Environment Survey 
(2018-2024) with city-level macroeconomic data. The survey employs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and face-
to-face interviews at government service halls to record firms’ actual experiences with administrative proce‐
dures. We construct a balanced panel of 73 representative cities. Using the d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
ernment service prices and local government efficiency implied by the model, we estimate annual govern‐
ment efficiency for each city and calibrate firm productivity and factor inputs. The model closely repro‐
duces observed capital and employment distributions, supporting the counterfactual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local government efficiency increased substantially between 2018 and 2024, while 
regional dispersion declined markedly. The efficiency enhancement effect was pervasive, raising average 
economy-wide TFP by 0.273%. The factor mobility effect was also pervasive, with its cross-city standard 
deviation falling by 50.040%. Together, the two effects raised GDP in the 73-city sample by 0.280% over 
the period. In addition, we simulate continued nationwide implementation of the One-Stop Government Ser‐
vice Reform beyond 2024, which integrates multipl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into a single service pack‐
age. Relative to 2024, full national integration of government service markets could generate an additional 
GDP gain of 0.206%. Thes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sustaining reform momentum to achieve nationwide inte‐
gration can yield lasting reform dividends.

This study makes three contributions. First, our theoretical model reveals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standardizing service-oriented government conduct affects the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Second, this is 
the first paper to quantify government service market integration, using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city-level 
micro data and the law-of-one-price perspective. Third, it uncovers the indispensable role of government ef‐
ficiency in enhancing economy-wide TFP and contributes a dual method that recovers government effi‐
ciency from observed service prices, offering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composition and determinants of 
economy-wide TFP.
Keywords: Service-oriented Government;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Government Service Market; Govern‐
ment Service Efficiency
JEL Classification: H11, H70, O40, R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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